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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城乡:上海知青运动中的物资援助

林 升 宝

 〔摘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为了解决知青在农村遇到的生产生活问题,上海持续向知青

安置地提供物资援助,先是被动、零星、临时的 “一事一物”非计划性状态,后又基于中央 “统筹解决”

原则,以有价调拨的方式主动、成规模、有计划地进行,同时配套了无息贷款措施,并一直延续到知青

运动结束。这种物资援助种类多、数量大,在起到 “支青”作用的同时,也表现出 “支农”的功能,促进

了城乡经济交流。但它终究是维系政治运动的需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知青运动的内在、深层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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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RuralCommunications”:MaterialAssistanceDuringtheShanghaiEducatedYouthMovement

LinShengbao
Abstract:Afterthemovementofsendingeducatedyouthdowntothecountryside,inordertosolvetheproduc-

tionandlivingchallengesencounteredbytheeducatedyouthintheruralareas,Shanghaicontinuouslyprovided

materialassistancetothesettlements.Initially,thisassistancewasprovidedpassively,sporadically,andtem-

porarily,inanon-plannedmanner.Later,followingthecentralprincipleof“overallresolution,”Shanghaipro-
actively,systematically,andinaplannedmannerallocatedgoodsthroughprice-basedtransfers.Simultaneous-

ly,interest-freeloans,whichpersisteduntiltheconclusionoftheeducatedyouthmovement,wereextended.

Suchmaterialassistance,diverseintypeandsubstantialinquantity,notonlyservedtosupporttheeducated

youthbutalsosupportedagriculture,thusfacilitatingurban-ruraleconomicexchanges.However,thiswasulti-

matelyaresponsetotheneedsofthepoliticalmovementanditcouldnotfundamentallyresolvetheinherentand
underlyingcontradictionswithintheeducatedyouthmovement.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有大批知青以跨省区安置的方式到外地

农村插队落户。受制于安置地客观条件和知青主观因素,上海知青普遍遇到了生产和生活上的现实

问题。这显然不利于他们 “扎根农村干革命”。对此,除了知青个人利用回城探亲机会带回大量日

用品和副食品外,动员地区能为安置地区做些什么? 上海自知青运动开始以后,就零散、被动地支

援安置地区物资,后又以有价调拨的方式有计划、有组织地援助物资,并一直延续到知青运动结

束。为了配合后期的物资援助政策,上海还从1975年起配套提供无息贷款,用于当地购买上海有

价调拨的物资。相关物资在 “支青”的同时,也外溢为 “支农”。这反映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城乡二

元结构一个不应忽视的侧面,即城乡之间依旧存在各种联系。
尽管知青史研究积厚流广,但有关知青运动中城乡经济关系的研究却比较少,通史著作只是略

有涉及①,专题文章则仅关注到个体层面的经济交流②。本文拟以上海知青运动中政府层面对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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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地区的物资援助为研究对象,挖掘相关史实,丰富有关知青运动乃至计划经济时代城乡经济关系

的认知。

一、物资援助的原因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
公布毛泽东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国各地随即大造

舆论,几十万上海人民连夜上街游行,热烈欢呼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插队落户干革命,上山下乡

当闯将,继续革命立新功”①。街道、工厂、学校纷纷发动起来,对青年及其家长进行动员。上海的

知青运动迅速进入高潮,大批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
据统计,1968年至1978年,上海共有1112952人上山下乡。其中,跨省区下乡615517人 (包

括插队安置401147人,插场安置214370人),本市郊县自行安置497435人。跨省区安置的上海知

青涉及10个省级行政区———黑龙江 (165186人)、安徽 (149421人)、江西 (118805人)、云南

(55944人)、江苏 (51200人)、浙江 (32098人)、吉林 (23815人)、贵州 (10491人)、内蒙古

(7963人)、辽宁 (594人)。② 除了分布广、时间集中,与同为直辖市的北京、天津相比,上海知青

跨省区安置人数明显更多③。因此,上海的知青工作具有涉及面广、难度大、问题多等特点。
为了做好知青安置,1970年5月,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军代表 《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

乡工作的报告》,指出:“各级革命委员会特别是社、队领导和广大贫下中农,要遵照毛主席 ‘应当

欢迎他们去’的教导,认真地解决插队知识青年生产、生活方面的实际问题。”④ 相关省区不断下

文,要求做好上海知青的安置工作,力求做到 “政治上有人抓,劳动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管”。
如江西省提出:要有学习场所和必要的学习材料;居住不漏风、雨,不睡地铺;劳动有基本的生产

工具;吃饭能够吃饱,不吃生的、冷的,有和贫下中农同等的蔬菜。⑤ 然而,大量知青人口迁入给

接收地带来巨大压力,使得各地原本薄弱的工农业生产系统不堪重负,上海跨省区安置知青的生产

生活问题一直比较突出。
第一,生活上的现实问题。上海知青插队农村后,生活自给率很低。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知识

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 (以下简称 “上海知青办”)经过典型调查后测算,按照当地生活标准⑥,1974
年底上海在外省区插队的知青中,能够自给的约占40%,不能自给的占60%;其中黑龙江78%能够

自给,吉林的情况也比较好,但江西、内蒙古、安徽、云南、贵州能自给的知青都未过半数,云、
贵两省更是不到10%⑦。至1976年6月底,在贵州参加农业劳动的上海知青仍有97%不能自给⑧。

上海在各省区插队的知青除了生活无法自给外,还在住房、就医等方面存在问题。截至1974
年底,已经解决住房问题的,安徽有93000多人,占总数的89.5%;江西有30000多人,占43.2%;
贵州有1000多人,占38.6%;内蒙古有400多人,占76.1%⑨。实际上,除部分新建住房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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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上海市委写作组几位成员对在江西插队的上海知青进行了走访和调研,并在报告中将知青自给的标准定

为三档:低于80元无法做到口粮自给;80元至130元口粮可以自给,但需要家庭补助生活;130元以上勉强自给自

足,这一档大都是有补助工分的赤脚医生、教师和干部。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自给情况的参考材料》(1975年3月),上海市

档案馆藏,档案号B228-2-335-3。
金大陆、林升宝编著:《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 (1968—1981)》,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272页。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住房情况的参考材料》(1975年3月),上海市档案

馆藏,档案号B228-2-335-37。



上海知青的住房问题是通过变通方式得以解决的。以江西为例,截至1972年12月,上海知青通过新

建房屋解决住房问题的仅占20%,住农村集体公共房屋的占40%,其余借住社员房子。1974年4月,
上海赴安徽学习慰问团成员向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写信反映安徽滁县地区凤阳县在知青工作中存在的一

些问题,其中包括:40%的知青没有建房,长期住在生产队的仓库、牛棚或借住在社员的旧屋;已

经建房的,一是质量差,二是建在 “四边” (仓库边、牛棚边、村头边、烤烟房边),三是被当成公

房,四是独门无窗或有门无栓①。不少知青说:“插队五年,没有房子,叫我们怎么扎根一辈子”?②

就医方面,截至1974年底,上海在外省的知青中 (不包括江、浙投亲插队知青),患有各种慢

性病的约有43500余人,占当时上海知青总数 (473000余人)的9.2%③。知青中的常见病主要是

皮炎、痢疾、疟疾、肝炎、肾炎、妇科疾病等,发病率大致为:皮炎20%,痢疾20%,疟疾30%
(其中淮北地区达70%以上),肝炎和肾炎均为3%④。受限于农村的医疗水平,大批上海知青生病

后无法得到及时有效医治。
第二,生产上的现实问题。上海知青在生产上遇到的问题,直观地体现在因安置地自然地理条

件差、工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以及集体经济弱而造成的低工分值。据1975年2月统计,在云、贵两

省,工分值在0.6元以上的生产队占比不到10%。在安徽省淮河以北地区,工分值在0.4元以下的

生产队占81%。⑤ 其中阜阳地区、宿县地区约有3000个生产队工分值在0.3元以下,而在两地的上

海知青共有40000余名之多⑥。对江西省赣州地区12个县、74个公社、3586名知青的调查显示,

1973年,工分值在0.5元以下的有1310人,占调查人数的36.5%,其中最低分值只有0.15元。江

西省定南县8个公社、175个生产队中,工分值在0.5元以下的有85个,占总数的48.6%。⑦ 如此

低的工分值,就算知青正常出工,辛苦劳动一年,也无法满足口粮所需费用。
此外,相较于当地农民,上海知青缺少副业等其他收入,即使工分收入相同,总体收入水平也

明显低于农民,更何况各地不同程度存在知青与农民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例如,江西赣州地区各县

的工分值虽然很低,但当地自然资源丰富,农民 “大搞私人副业”———养蜂、砍树、劈柴、割草、
伐竹、挖笋,拿到自由市场高价出售,便可带来可观收入,以至于有着 “斧头一响,赛过县长”
“上山一次,胜过书记”之类的俗语。而这些收入是坚持生产队集体劳动的知青所无法获得的。

为了解决生产生活问题,知青往往会利用探亲的机会,从城市带回不少日用品和副食品。1969
年10月,上海市第一商业局表示,大批知青下乡造成商品外流激增,当年第一季度毛巾、灯泡、
热水瓶、胶鞋等商品一度脱销,与此不无关系⑧。在知青家信中,请求家里援助生活必需品始终是

一个重要话题。例如一位上海知青下乡八年间,收到家里寄送或托带的物资共计28批,涉及种类

非常广泛,包括食用油、食用糖、饼干、糕点、糖果、肉制品、乳制品、蜂产品、调味品等食品

类,以及衣服、裤子、鞋等服饰类⑨。这种物资交流实属无奈,背离了知青下乡的初衷,增加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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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家庭的经济压力,引起了知青及其家长的不满。
除了知青本人和家庭等个体因素外,动员地区能从政府层面为安置地区做些什么? 作为重要的

工商业城市,出于维护知青运动政策的需要,上海方面认为自己有能力也有必要通过直接的物资援

助,帮助安置地区发展工农业生产,增强集体经济实力,进而协助当地解决上海知青的现实困难。

二、物资援助的运作机制

上海对于知青安置地区的物资援助始于1969年,以1973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

作会议为界,其运作机制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一)非计划性的 “一事一物”支援

知青安置地自开始接收上海知青时起,就试图寻求物资援助。从省级到生产队一级,从知青办

系统到物资、生产部门,都有单位为此来沪协商。上海的插队干部或知青也主动或被动参与其中。
他们或受当地委派,或趁探亲之便,通过亲戚、朋友、老同事、老领导、老部下等关系,向市、
区、县各相关部门或企业联系援助物资。

出于维护知青运动的需要,上海对于安置地区来沪寻求物资援助的态度是 “原则上凡能办的尽

力支持”,上海知青办还提出了如下具体办法:
一、凡持省或相当于省一级单位、部门出的证明,要求上海支援,以及市革委会领导交办或口

头向外地表示过可以支援的物品,我们根据市革委会领导指示 “原则上凡能办的尽力支持”的精

神,积极与有关方面联系协助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市革委会领导批示办理。
二、凡持专区、县、公社一级的证明,一般均婉言说明,请他们向省提出。但如要的物资数量

不多,要求不高,与安置工作又有密切关系的,也帮助与有关部门联系解决一些,如办不到再说明

情况,婉言谢绝。
三、凡具备当地证明并已直接与本市有关单位 (如局、公司、工厂、物资部门)联系,得到该

单位同意可以给予支持 (这种情况一般是旧设备物资),但要市乡办开给证明才好解决的,如提供

的物品比较零星,数量不多,经我们联系证实后也开给证明,介绍去有关单位,请他们按规定的原

则范围处理;数量较大或较重要的一些物资,与工交组研究后处理。
四、凡去外地插队的干部或知识青年未带当地介绍信要求解决物资,或外地来沪人员要求解决

个人生活用的市场紧张缺货商品,不予受理。①

1970年下半年至1971年3月底,上海知青办接待外地来要物资的单位约1250批次,分别将其

介绍去工交组、财贸组、清仓小组、商业一局、手工业局、五金交电公司、生资公司、农资公司、
石油公司、中百一店等75个部门和单位接洽。例如,1968年第一批步行去江西井冈山地区插队的

上海知青为了改变所在生产队面貌,省吃俭用,用集体结余的生活费从上海购买了一台手扶拖拉

机,支援当地生产和运输。又如,在安徽蒙城县插队的上海知青自筹资金,回上海购买了三台手扶

拖拉机。②

然而,有些地区对于上海的物资援助要求高、数量大,多为农机、机电设备等比较紧俏的国家

计划物资。如安徽阜阳地区1969年8月要求上海支援柴油机、电动机、发电机、深井泵、拖拉机

各几百台至几千台之多。黑龙江黑河地区、云南思茅专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江西赣州专区、安

徽宿县地区也提出了较大规模的物资援助计划。物资援助要求如此之多,自然有相当数量无法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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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关于物资支援工作情况的报告》 (1971年4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248-2-353-35。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关于物资支援工作情况的报告》 (1971年4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248-2-353-35。



满足。在前述约1250批次的物资援助请求中,实际得到解决的仅有70个单位、283批次。①

总体来看,此时的物资援助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外地提出需求、上海被动响应,零星的而

非成规模的———多为 “一事一物”的支援特别是县和公社一级的需求,临时性的而非计划性的———
上海根据相关地区实际需要灵活决定是否援助、如何援助。需要说明的是,此类物资,特别是拖拉

机之类的生产物资,虽属援助性质 (若非援助,根本买不到),却是需要社队购买的。然而,因为

社队集体经济落后,往往无力负担购买费用,进而影响上海相关部门资金周转,或者因为无法交付

而造成物资积压。
(二)“统筹解决”下的有价调拨

1973年6月至8月,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针对知青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会

议提出 “统筹解决”的六条措施,强调要 “切实解决下乡知识青年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实

际困难”②。毛泽东圈阅了会议文件,中共中央转发的国务院关于此次会议的报告要求 “把知识青年

集中的地方和单位办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农业先进单位,办成亦农、亦工、亦学、亦兵的大学校”,
并提出 “以自力更生为主,国家给以必要的物资支援”③。上海对知青接收地的物资援助政策随之发

生变化。
同年10月5日,上海知青办召开会议,讨论知青安置相关工作,提出每年支援黑龙江、吉林、

安徽、江西2000台大型拖拉机的计划④。1974年,上海知青办对于物资援助有了更为详尽的安排,
其在11月19日报市委、市革委会的报告中提出了此后三年的物资援助计划:每年拟拨价值3000
万元左右的物资援助有关省区,其中30%为无息贷款,用于经济困难较大的青年点⑤。

1975年初,上海市革委会派到江西了解上海知青安置情况的五位同志致信市委领导,报告其在

江西井冈山、赣州和上饶地区的所见所闻,进一步推动了针对上海知青安置地区物资援助政策的出

台。对于当地农村希望上海解决机械设备、运输工具的迫切要求,他们建议通过发动社会力量清理

仓库的方式予以解决。上海市革委会讨论后表示同意,并于4月12日上报国务院,明确提出:为

帮助安置地区解决上海知青的生活自给问题,拟继续采取省市挂钩的办法,从超产物资和清仓物资

中提供价值约1800万元左右的设备。⑥ 相关物资包括农业机械、建材、简易设备等,上海有价调

拨,知青接收地按价付款。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等中央领导很快同意了上海的请求。
为了落实援助物资和无息贷款的分配问题,上海知青办会同财政局、人民银行等于1975年4

月中旬前往安徽、江西两省征求意见,协商物资管理和使用办法。5月,上海知青办向市委、市革

委会报告了拟定的办法:根据 “统筹解决”的指示精神,物资和贷款的使用应有计划地分别轻重缓

急,困难大的地区多分配一些,以使有限物资发挥较大作用。调整物资分配方案,使物资品种尽量

适合当地需要。如对江西的援助,减少大拖拉机,增加小拖拉机。贷款五年内到期归还有困难的,
可以适当延期。贷款收回后,可以考虑贷给上海知青所在困难社队使用。⑦ 市工交组、财贸组闻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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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关于物资支援工作情况的报告》 (1971年4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248-2-353-35。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 (1966—1980)》,第234页。
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第500页。
金大陆、林升宝编著: 《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 (1966—1982)》第2卷,中国现代出版社,2022年,第

119页。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支援知识青年安置地区物资计划的请示报告》(1974年11月19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28-2-270-8。
参见金大陆、林升宝编著:《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 (1968—1981)》,第234页。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和安徽、江西协商对插队青年地区支援物资和无息贷款管理使用的情

况汇报》(1975年5月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B228-2-321-1。



而动,“从支持上山下乡新生事物的高度积极安排”①,或调剂分配,或安排增产,或清仓解决,多

数物资得到落实②。
由此,基于中央 “统筹解决”原则,上海对外省区知青接收地的物资援助逐渐从被动、零星、

临时状态转变为主动、成规模、有计划地进行。同时,上海针对前一阶段各地集体经济缺少购买物

资所需资金的情况,配套了无息贷款措施。对上海知青所在地农村开展支援的工作,开始转由市革

委会牵头,知青办、工交组、财贸组等多家单位协同参与。这样的援助形式一直持续到知青运动

结束。

三、物资援助的种类和数量

上海对于知青安置地的物资援助主要围绕上海知青面临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展开,种类不可谓

不丰富。上海知青办1970年4月20日报市委、市革委会的一份文件,详细罗列了已支援黑龙江、
吉林、内蒙古、安徽、江西、贵州、云南等7个省区的物资数量。以黑龙江为例,援助物资合计

30余种,既有农副业机械设备,又有生产生活所需小五金及农机修配件,具体包括:手扶拖拉机

21台,工业用缝纫机200台,车床、刨床、钻床、电焊机5套,深水泵101台,电动机300台,木

材加工设备5套,榨油设备5套,磨粉机100台,手摇切面机110台,25千瓦扩大机10台,两用

三用收音机215台,半导体收音机2038台,汽车配件21种,拖拉机配件64种,三轮摩托车内外胎

4副,油压千斤顶5个,日光灯管3000只,灯泡27000只,高压水银灯100只,电解电容400只,
胶质线20000卷,花线5000卷,钢卷尺5000把,带锯200米,扳手20000把,元钉100吨,铅丝

50吨,棉毡9000条,等等③。

1971年4月,上海知青办再次向市委、市革委会报告支援知青安置地区物资情况,涉及省区包

括云南 (含兵团)、贵州、江西、安徽 (含兵团)、黑龙江等5个省。以安徽为例,1970年7月至

1971年3月上海援助的物资包括:电动机603台,手扶拖拉机3台,4吨锅炉2台,深井泵1台,

4千瓦发电机1台,40瓦扩大器1台,10瓦喇叭20只,三用唱机2台,送话器1台,手推车轮胎

300副,汽油90吨,钢珠10000颗,晒图纸5卷,照相器材1000元,各种工具70件,印刷奖状、
慰问信等100000张,印刷 “五七”画报30000册,维生素B4200片,青霉素1000片,链霉素

1000片,土霉素1000片,四环素1000片④。相较于前一份名单,这里增加了用于治疗知青所患疾

病的各类药物。
截至1973年7月,上海共向知青接收地提供了价值2400多万元的物资,其中各种拖拉机3600

多台,广播器材6400多套,汽车28辆,各种机床70台,药品920多万支 (片),建筑材料230多

吨,深井泵120多台⑤。

1974年11月,上海根据湖南株洲厂社挂钩的经验,提出此后三年物资援助计划,包括拖拉机、
柴油机、电动机、农用水泵、粮油加工机械、缝纫机等农副业生产机械设备⑥。其中,1975年拟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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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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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转发 <关于对上海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地区按有价调拨办法支援物

资的请示报告>》(1975年6月1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28-2-319-46。
参见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下乡青年支援物资的落实情况报告》(1975年7月3日),上海

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09-4-459-130。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关于上海支援外省物资设备问题的报告》 (1970年4月2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B228-2-229-36。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关于物资支援工作情况的报告》 (1971年4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248-2-353-35。
金大陆、林升宝编著:《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 (1968—1981)》,第162、163页。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支援知识青年安置地区物资计划的请示报告》(1974年11月19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28-2-270-8。



助物资22种、2681.9万元 (见表1),再加上兴办小作坊所需的各类设备等,合计金额将近3200万

元。

表1 1975年上海计划支援各知青安置地物资数量表

物资名称 数量 (台) 单价 (元) 总金额 (万元)

丰收-35型拖拉机 500 10050 502.5

丰收-45型拖拉机 300 11000 330

工农-11型手扶拖拉机 3000 2700 810

工农-11型拖斗 3000 700 210

3—4吨大拖斗 700 4000 280

拖拉机配件 100

2吨汽车 130 10000 130

越野车 30 14000 42

劳动车 3000 100 30

12匹柴油机 300 800 24

10千瓦以下电动机 500 300 15

10—25千瓦电动机 100 400 4

农用水泵 1000 410 41

深水泵 10 3500 3.5

稻麦两用脱粒机 1500 500 75

磨粉机 200 860 17.2

碾米机 500 210 10.5

饲料粉碎机 300 640 19.2

缝纫机 1000 150 15

拷边机 300 300 9

补鞋机 300 300 9

化肥 5

  资料来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支援知识青年安置地区物资计划的请示报告》

(1974年11月1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28-2-270-8。

对于这批援助物资,上海知青办联合市工交组、财贸组等积极落实。截至1975年4月,已完

成1500万元,具体包括:丰收-35型、丰收-45型拖拉机400台,手扶拖拉机2100台,大拖斗

200只,小拖斗1000只,195型柴油机500台,495型柴油机100台,混流泵700台,浅水泵1500
台,深井泵100台,机动喷雾器100台,手摇喷雾器300台,饲料粉碎机200台,碾米机200台,
脱粒机主要配件1000套,劳动车3000辆,64千瓦发电机组10套,变压器150只,裸铝线20吨,缝

纫机2000架,拷边机100架,补鞋机100架,元钉50吨,铅丝50吨,玻璃1000箱,旧电动机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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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①。
据统计,截止到1975年,上海援助给各知青安置地的物资总金额达5500万元②。1976年,上

海根据知青安置情况,拟再援助1900万元左右的物资,其中农机等物资1500万元,小作坊设备

400万元,并提供无息贷款500万元③。
上海在积极地以有价调拨方式支援知青安置地物资的同时,自1975年起,每年安排一定金额

的无息贷款,支持当地购买上海所支援的物资。据笔者统计,1975年至1976年,上海总共从手工

业局的集体积累中安排了1000万元无息贷款 (见表2)。知青运动结束时,这部分贷款均免于归还。

表2 1975年、1976年上海实际支援各知青安置地无息贷款金额表 单位:万元

省份 1975年 1976年

安徽 270 270

江西 175 175

吉林 10 10

贵州 6 6

云南 7 4

内蒙古 5 2.5

  注:本表根据十余份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编制,由于涉及档案数量较多,来源从略。

1975年至1976年,上海安排的无息贷款主要流向安徽、江西两省④,分别为每年270万元和

175万元,二者合计占贷款总额的89% (安徽、江西两省的占比分别为54%和35%)。这些无息贷

款 “发放给上海下乡青年比较集中,表现较好,经济比较困难的生产队、青年队,以及社队为了安

排病弱青年办的生产组、小作坊”,“主要用于购买农业机械,少量用于购置生产组、小作坊所需的

机器设备”。⑤

综上所述,从1969年起,上海对于知青安置地的物资援助数量众多、金额巨大,以农副业机

械设备为主、生产生活所需小五金及农机修配件为辅,还包括知青所需药物;1974年以后主要集中

于拖拉机等种类,政策上也更为合理———配套提供无息贷款,以解决生产队需要上海物资却无力负

担的窘境。

四、“支青”和“支农”

上海援助的物资主要发放给上海插队知青所在社队,特别是上海知青比较集中的地区,以及已

建立青年队或正在采取措施适当调整知青点的地方。结合本市跨省区安置知青的实际情况,1975年

4月7日,上海知青办提出,以后物资援助的重点是安徽和江西⑥。
以1973年前已支援各地的拖拉机数量为例 (见图1),地区分布上,主要集中于安徽、江西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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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上海下乡青年安置地区支援物资落实情况的报告》 (1975年4月

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28-2-319-30。
金大陆主编:《上海青年志》,第556页。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1975年对下乡青年所在地区提供物资支援的情况和1976年支援计划

的请示报告》(1976年3月2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28-2-365-112。
关于上海知青的另一个主要安置地黑龙江,相关档案中没有上海向其提供无息贷款的记录。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

上海赴黑龙江知青以插场安置为主,而且生活自给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对下乡青年所在部分地区无息贷款的报告》(1975年),上海市档案馆

藏,档案号B228-2-321。
金大陆、林升宝编著:《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 (1966—1982)》第2卷,第196页。



省,黑龙江、吉林、贵州和云南也是重点省份,因为这几个省是上海插队知青的主要安置区。另以

1975年上海援助外地物资的分配比例为例,安徽省为42.3%,江西省为31.1%,吉林省为4.2%,
黑龙江省为3.4%,贵州省为1.1%,云南省为1.1%,内蒙古自治区为0.3%,江苏省为2.9%,浙

江省为2.9%①。

图1 1973年前上海支援各知青安置地拖拉机数量图 单位:台

资料来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1974年支援上山下乡拖拉机分配意

见的报告》(1974年4月1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28-2-270-54。

具体到基层,物资分配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如1975年7月,江西省知青办、农业局、财

政局、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农机局联合下发 《关于上海支援我省物资和无息贷款的分配通知》,
要求各地知青办会同慰问团和相关部门制定分配方案,将各项指标落实到基层,强调此次提供的农

机物资和无息贷款应分配给生产条件较差、收入较少、自给程度较低且上海知青比较集中的地区②;
首先是单独核算的知青队 (场),其次是生产队和生产大队联合经营的生产单位,再次是集体插队

知青所在生产队③。
大批援助物资,特别是农业机械,以 “支青”的名义到了农村,不仅在政治上鼓舞了知青,更

在生产上解决了他们的现实问题,益处显而易见———有效增强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实力,提高了知青

的工分值,增强了知青的生活自给能力。以最受农民和知青欢迎的拖拉机为例,不仅在农忙时可以

“抢季节”,效果显著,在农闲时还能作为动力搞运输,一机多用。如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舍必崖公社

知青 “五七”农场在1975年分配到一台上海大拖拉机,当地迅速扩大耕地面积,当年粮食产量就

翻了一番;农闲时为场办水泥厂搞运输,一年节约运费2万多元;知青每天收入从0.5元提高到

1元④。因此,有地方知青办提出,希望上海知青也来当地插队,这样他们就能分配到拖拉机了。
除了拖拉机以外,提供给黑龙江、吉林、安徽、江西的建筑材料,对改善知青住房条件起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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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上海下乡青年安置地区支援物资落实情况的报告》 (1975年4月4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28-2-319-30。
金大陆、林升宝编著:《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 (1968—1981)》,第244—245页。
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第533页。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1975年对下乡青年所在地区提供物资支援的情况和1976年支援计划

的请示报告》(1976年3月2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28-2-365-112。



极作用;落实到社队的缝纫机,既方便了群众,也解决了一批病弱知青的出路,效果很好。如为阜

阳、宿县、赣州、井冈山4个地区试办的126个农机修配、农副产品加工和综合服务小作坊、土作

坊,扭转了 “没有机器想机器,有了机器愁修理”的状况①。正如广大知青和农民所反映的那样,
上海的物资援助对发展农副业生产、帮助知青坚持在农村生产生活起了很好的作用②。

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大量生产生活物资随着知青运动从城市流向农村,这是知青接收地干部未

曾想到的。原本是为了帮助上海知青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实际上却在 “支青”的同时很快外溢为

“支农”,促进了上海知青下放地区的农业生产。而且插队知青本身就是所在社队的一分子,这就使

得上海的物资援助在 “支青”与 “支农”的界限上,一开始就是模糊的。换言之,即使上海所援助

物资仅以 “支青”为目的,到了当地以后,也会自然转化为 “支农”。
农村社队干部很好地抓住了这一有利条件。为了更加便捷地获得上海的物资,一些地方专门选

派联系人员。如在1969年8月初,黑龙江省革委会生产委员会派出三名同志来沪联系物资,只提

要货种类,未提具体数量,“意图尽上海可能给予支援”③。除了当地干部外,通过上海赴各地的知

青学习慰问团成员,特别是一部分从上海工交系统抽调的团员,知青接收地各部门找到了获取国家

计划物资的捷径。一些地方为了争取上海工交系统的慰问团成员到当地工作,甚至和其他地方发生

口角。
各地不仅反复说明物资援助对于支持上海知青安置工作的重要性,而且充分强调农业机械等物

资对于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如1969年10月,江西省赣州地区向上海知青办寻求支援新

建一座年产30万只轴承的新工厂,呼吁上海市为县级工厂捐赠用于机器维修、电力供应的设备,
并强调当地农民和上海知青急切盼望解决工业基础薄弱、缺少机械设备和技术支持的问题④。又如

1970年,安徽省阜阳、宿县专区按照本专区第四个五年计划目标,向上海提出物资援助要求,希望

支援15%至20%的 “四五”计划所需物资,并分五年提供⑤。
尤其是1973年全国知青政策调整后,上海主动协助知青兴办小作坊,为乡村工业发展提供了

以往不可能获得的资金和设备。据统计,1975年6月至1977年,上海在江西、安徽、吉林3省安

置上海知青比较集中、集体经济比较薄弱的地区扶持创办了550个小作坊,其中江西335个,安徽

187个,吉林28个;随后又与黑龙江、辽宁、内蒙古、贵州、云南等省区协办257个小作坊⑥。
以江西省为例,各地小作坊在实际兴办过程中大多坚持为农业生产和贫下中农生活服务的方

向,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碾米、榨油、磨粉等农产品加工,染衣、理发、缝

纫、照相等综合服务项目,以及锯板、包装箱、瓦托、竹木制品加工等手工业生产。再以上海市纺

织工业局及其下属单位对口支援安徽省阜阳地区涡阳县兴办的小作坊为例,其中的一个小作坊点是

涡阳县双庙公社缝纫工场,双方明确,上海针织公司委托上海针织六厂帮助双庙公社筹建这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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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1975年对下乡青年所在地区提供物资支援的情况和1976年支援计划

的请示报告》(1976年3月2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28-2-365-112。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支援知识青年安置地区物资计划的请示报告》(1974年11月19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28-2-270-8。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黑龙江省要求上海支援物资问题的请示报告》(1969年9月1日),上

海市档案馆藏,B228-2-223-2。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致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内务组》 (1969年7月21日),
转引自韩起澜、赵晓剑著,罗湘衡译:《知识青年与毛泽东时代的农村经济发展》,《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年第1期。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关于上海支援外省物资设备问题的报告》 (1970年4月2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B228-2-229-36。
金大陆主编:《上海青年志》,第556页。按:另据统计,1975年至1977年,上海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安徽、
江西、贵州、云南等安置上海下乡知青比较集中、集体经济比较薄弱的地区,协助办起了307个小作坊,对于发展当

地农业生产、方便社员生活和安置病弱青年起到了明显效果。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205
页。



场,在设备和技术培训方面给予具体支持和帮助。 “缝纫工场的规模为50—60人,日产1500件。
其所需的边角余料段料在建场二年内,由上海针织公司所属六厂每月供应2000—2500公斤。价格

按上海调拨价。缝纫工场共安装缝纫机27台 (其中拷壳车23台,平车4台)以及裁烫传动等有关

配件由上海针织六厂作价调拨……”“双庙公社要派知识青年到上海针织六厂培训。针织六厂按照

要求帮助双庙公社在三个月内培训好技术骨干。”“缝纫机有关零件,双庙公社要逐步采取纳入省供

应计划内,在筹建二年内,由上海针织六厂给予必要支持。”① 各地小作坊筹建过程中,原料供应、
设备安装及技术培训的情况大致与此相同。

得益于小作坊的收益,上海知青的收入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如江西抚州地区乐安县金竹公社原

来是 “开门见山,出门爬山,工分三角三,每天收入二角三”的地方,由于工分值过低,不少知青

都准备下山,“倒流”回沪。1974年4月,该公社对上海知青实行集并,并在上海的物资和资金支

持下创办了小作坊。1975年,知青工分值提高到0.9元,大部分人全年收入在200元以上。② 小作

坊还使一些病弱知青 (未达到病退条件,但下田劳动有一定困难的知青)得到妥善安置,一定程度

上稳定了插队知青队伍。
与此同时,小作坊的兴办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和社队企业发展,巩固壮大了集体经

济,为实现农业机械化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如江西奉新县甘坊公社知青综合实验场,1975年总收入

5.2万元,其中农业收入0.7万元,占13.5%,小作坊收入4.5万元,占86.5%。随着集体经济壮

大、公共积累提高,该场积累了1.1万元公积金、0.23万元公益金。再如江西峡江县马埠公社一青

年队,通过发展小作坊,不仅归还了国家贷款、扩大了再生产,还开始为大队、公社发展集体经济

作贡献,拟按一定比例将积累上缴,为农业机械化提供资金。③

当然,上海方面始终注意在 “支青”与 “支农”上保持平衡。截至1974年11月,上海共向知

青安置地区提供了价值约4000万元的物资,其中90%被安排到有上海知青的社队,只有10%给予

其他社队。1975年4月7日,上海知青办决定,当年准备的2000万元物资和500万元无息贷款,

80%给上海知青,20%给当地④。
各地在接受上海物资援助的同时,也希望本省能够学习上海的做法,提供一些必要的支农物

资,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把知青工作搞好,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然而,由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有

限,在执行上显然力不从心。如江西省在1973年提出:“办集体所有制青年队、场,所需支援的机

械设备和资金,由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提出计划,报省计委安排供应。”1974年6月3日,
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办公会议决定,拿出一批农机支援下乡知青队 (场)。然而,这批物资由于种种

原因没有落实。1975年,随着江西兴办的知青队 (场)增加,所需农业机械等物资越来越多,江西

省知青办向省工业局提出物资需求———丰收-27型拖拉机150台、东风-12型手扶拖拉机300台、
机动插秧机和收割机各20台。对此,江西省决定:“从地方各级机动财力中,从国家支援人民公社

机械化补助款和水利投资中,从支农的物资中,每年安排一定的指标,从财力、物力上给予适当扶

植。”1976年和1977年,江西省知青办又分别报送了类似的要求本省提供物资的报告。
那么,江西省提供了相关物资吗? 1978年4月3日,江西省知青办致函省革委会农林办:“早

在1974年,省农业局就曾计划免费提供一批农机设备,但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粉碎 ‘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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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涡阳县双庙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安徽省涡阳县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国营上海针织六厂革命

委员会、上海市针织工业公司革命委员会生产组关于双庙公社筹办亦工亦农缝纫工场协议书 (草本)》(1977年5月7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00-3-947-226。
《亦工亦农 方向对头 大有作为———在江西插队的上海知识青年因地制宜创办小作坊的情况调查》(1976年9月30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34-7-205-71。
《亦工亦农 方向对头 大有作为———在江西插队的上海知识青年因地制宜创办小作坊的情况调查》(1976年9月30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34-7-205-71。
金大陆、林升宝编著:《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 (1966—1982)》第2卷,第196页。



帮’后,我省农机生产发展很快,前不久,省农业局分配知青队、点手拖20台、丰收27型15台,
这是粉碎 ‘四人帮’的胜利。”① 显然,由于数量太少,知青安置地所在省区提供的物资远远不能满

足知青队 (场)需要。更重要的是,随着知青运动终结,大批上海知青返城,这种通过 “支青”的

形式起到 “支农”作用的物资援助自然走到了终点。

五、结 语

上海向知青接收地提供物资援助的原因和目的并不复杂。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 “知识青

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掀起了知青运动的高潮。受制于主客观条件,安置地无法解决知青生产生活

上的问题。为了巩固知青运动,作为动员地的上海运用经济手段安抚知青,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

予安置地一定的物资援助。于是,大量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物资、无息贷款以 “支青”的名义流入知

青安置地。
这是直接服务于知青运动的一项务实的政策,尤其是1974年以后,上海与知青安置地之间不

再主要通过私人关系建立城乡经济联系,而是通过知青慰问团、上海知青办、当地党政部门等有组

织、有计划、更为广泛深入地展开经济交往。上海并非唯一一个执行此类政策的城市,北京也向北

京知青集中的黑龙江、辽宁、陕西、内蒙古等省区援助了柴油机、水管、卡车、三轮车、轿车、手

扶拖拉机、缝纫机等物资②。毫无疑问,这种物资援助政策促进了城乡经济往来,对于知青接收地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各地知青的生产生活条件,缓解了知

青运动中的多重矛盾,维护和巩固了这场运动。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本、设备、技术等生产要素很难从城市流入农村,加

之交通不便等原因,农村地区的经济总体上处于封闭落后状态。然而随着大量城市青年上山下乡,
城市工厂的库存清仓物资得以利用,安置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通过兴办小作坊等方式被激活,资金

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知青运动无意间成为沟通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媒介,以及农

村获取相关资源的一条特殊路径。这充分展现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之间的

复杂关系,也让知青运动 “呈现为一段被隐藏的 ‘文化大革命’经济史”③。
农村干部充分意识到,知青运动所带来的新的人际关系以及所产生的突破了行政区划的组织关

系,为他们获取来自城市的工农业生产物资提供了便利条件。对于城乡二元对立的经济结构与状态

而言,这是一种有益的 “补正”。20世纪50年代确立的农业生产为工业建设积累资金的政策似乎在

知青运动中找到了突破口。知青、农民、城乡干部和党政机关,乃至知青家庭,都参与到争取工业

支援农业的城乡交流之中。
不难看出,对于上海和知青安置地而言,物资援助是一件双赢的事情。对于作为知青输出地的

城市来说,是在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对于作为知青接收地的乡村来说,却是因政治需要而获

得了经济援助。不过,仍然值得注意的是,物资援助终究是维系政治运动的需要,必然受制于政治

运动而无法持续,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知青运动因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而造成的各种内在、深层

次矛盾。至于物资援助政策所取得的成绩对改革开放产生了哪些影响,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本文作者  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赵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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